
 

 

返乡农民工幸福度研究
—外出务工经历的潜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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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的流动人口是否幸福？大多数学者关注的是从农村到城市单向迁移中的问题，但

返乡农民工经历的从农村到城市、再从城市回到农村的双程迁移，即其返乡后的幸福度受到城市和

农村两个社会参照点的影响，则鲜有研究。文章基于 2013 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S2013）的农村

住户数据，利用倾向性得分匹配方法（PSM）和工具变量法控制内生性问题，实证研究了外出务工再

返乡这段人生经历对返乡农民工幸福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与从未外出的农村留守者相

比，外出务工经历显著降低了返乡农民工的幸福度，且检验结果稳定；第二，与留守者相比，返乡农

民工受城市参照点影响，“相对剥夺感”较强，导致更低的幸福度。如何提升不断庞大的返乡农民工

群体的福祉并有效发挥其人力资本的作用，这是政策制定者需要思考与应对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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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城市化的深入，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持续流向

城市。中国人口迁移的主要类型是“劳动力迁移”（Roberts，2005），大部分农民工只是城市的“暂

住者”（白南生和李靖，2008）。国家统计局 2009 年调查显示，55.14% 的农民工有在城市发展和定

居的愿望，但 1.32 亿农民工中仅有 10.8%（1 430 万）具有转为城市市民所必需的经济能力，这就

意味着绝大多数农民工最后只能返乡（《中国农民工战略问题研究》课题组，2009；张世勇，2013；

王秀妹，2014）。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返乡潮开始出现。近年来，随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纷

纷制定明确的城市人口控制目标，返乡农民工的数量势必将进一步增加。

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再从城市回到农村的时空变换，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返乡以后是

否适应农村生活？与从未外出的留守者（以下简称“留守者”）相比，他们如何评估自己返乡后的

生活？客观经济指标不足以描述他们的生活，为了全面评估其返乡后的生活，我们还需要考虑主

观体验指标。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着重提出了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

的根本性问题。因此，研究农村地区不断增长的返乡农民工群体的幸福度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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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要的政策参考价值。

幸福度研究的重要出发点是 Easterlin（1974）关于幸福与经济收入并不总是同步的经典论

文。中国学者也已针对 Easterlin 问题全面探讨了中国人幸福感的多元层次和社会影响（邢占军，

2011；李路路和石磊，2017）。幸福度是一种对生命质量的主观自我评价。个体的幸福度受多种因

素的影响，其中个体所处的环境是影响幸福度的重要因素之一。经典的参照点理论（Kahneman

和 Tversky，1979；Kahneman，1999）指出，个体往往因环境、社会参照点的变化而改变对自己的预

期，从而影响个体对生活满意度的自我评价。例如，与高水平参照点相比，个体会产生强烈的被

剥夺感，从而降低自己的幸福度。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的两次迁移，经历了不同

社会参照点的返乡农民工的幸福度是否会因此而有所不同。迄今为止，对返乡农民工群体的关

注大多集中在他们对当地经济发展的贡献，较少关注他们的个人生活感受，仅有媒体有零散报

道。然而返乡农民工如何评价自己的生活，这是一个有待于深入研究的重要社会问题。

幸福度研究对农村发展非常有价值。从长远看，研究返乡农民工的幸福度对如何更好地发

挥他们的人力资本价值和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许多研究表明，农民工返乡的“脑

力回流”将会提升当地的人力资本水平，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例如 Murphy（2002）在江西农村的

调查发现，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创业有积极影响。Démurger 和 Xu（2011）利用 2008 年安徽无为县

的农村住户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与留守者相比，返乡农民工更容易成为自雇佣的企业家，他们的

外出务工经历（尤其是资金积累）起到了非常积极的影响。以上研究都表明，作为农村劳动力的

回流输入，返乡农民工是一种可以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本，对个人、家庭和当地经济发展

都具有积极的影响。一些研究发现，幸福度高的个体常会表现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Oswald 等，

2015）、更高的收入（Graham 等，2004，De Neve 和 Oswald，2012）和更好的健康（Veenhoven，2008）。

因此，提升返乡农民工幸福度将更有效地发挥他们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作用，从而促进当

地的经济发展。

在中国的流动人口幸福度研究领域，绝大多数学者关注的是从农村到城市、从落后地区到

发达地区的单程迁移，即俗话说的“人往高处走”（Knight 和 Gunatilaka，2010；Akay 等，2012；

Jiang 等，2012；李丹丹，2017），本文研究的返乡农民工则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再从城市回到农

村的双程迁移，他们返乡后的幸福度受到城市和农村两个社会参照点的影响。为了系统研究返

乡农民工的幸福度问题，本文利用北京师范大学 2013 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项目（CHIPS2013）的

农村住户数据，使用倾向得分匹配（PSM）和工具变量法控制内生性，考察外出务工经历对个体幸

福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与留守者相比，返乡农民工的幸福度较低。实证结果通过了稳健性

检验。这一结果为国内外人口流动和幸福度等相关学术研究提供了实证依据，同时也对促进我

国返乡农民工的福祉、有效发挥他们所积累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本文的其他部分结构如下：第二节进行文献回顾并介绍理论基础；第三节介绍数据及描述

性统计；第四节为实证结果；第五节进行实效性检验；第六节总结。

二、文献回顾

（一）文献回顾：人口流动与幸福度。幸福度是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的永恒话题，现在

中国的幸福度问题已经成为学术热点（林洪和孙求华，2013）。有研究证明，经济增长、失业、移

民、社会安全、民生、公共服务等宏观因素都对幸福度有影响（Easterlin 等，2012；Akay 等，2012 和

2014；刘军强等，2012；周绍杰等，2015；姜扬等，2017）。收入差距（相对收入和绝对收入）、收入预

期、机会不均等微观因素也会直接影响幸福度（Appleton 和 Song，2008；罗楚亮，2009；Knight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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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natilaka，2010；何立新和潘春阳，2011；Liu 和 Shang，2012；Jiang 等，2012）。当然，幸福度也与性

别、年龄、身体健康等个体特征紧密相关（Bian 等，2015）。另一些学者则关注幸福度的影响。例

如幸福度与就业一直紧密纠缠在一起。幸福度的增加会直接影响个人找工作的努力程度，提高

劳动力就业率（李树和陈刚，2015）。

迁移与幸福度的关系是最近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Simpson（2013）研究发现，对幸福的追

求是效用函数的一部分，也是个体移民决策的一个重要动机。同时，迁移经常会影响到家庭团

聚，而家庭庇护对个体幸福感则有着极大影响（吴愈晓等，2015）。反过来说，迁移也会影响迁移

者在目的地的幸福度。这种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所参照的群体。一方面，与来源地相比，

在目的地获取更高的收入可能会增加迁移者的幸福度。另一方面，迁移者也会根据目的地情况

调整预期，若以当地居民作为参照群体，迁移者的幸福度可能还会下降，增加新的压力和负担。

相关研究证实了这一点，并发现那些对现状更不满意的个体更容易选择迁移（Otrachshenko

和 Popova，2014）。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人口流动（迁移）过程中幸福度的变化进行了深入研究。Akay 等（2012）

研究了相对收入对外出务工者幸福度的影响，发现参照群体的重要影响。外出务工者的福利受

到城市其他移民和来源地未外出务工居民相对收入的负面影响，同时受城市居民收入的积极影

响。Knight 和 Gunatilaka（2010）发现，与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相比，外出务工者的平均幸福度更

低。Jiang 等（2012）研究了户籍身份对幸福感的影响，与当地居民相比，属于弱势群体的移民对户

籍身份引起的不平等更加厌恶，从而影响他们在城市的幸福度。除了经济收入以外，社会支持也

是农民工幸福度的重要影响因素，他们的幸福度与所处的工作、生活环境之间有着密切联系（李

虹轩等，2014）。另有研究表明，随着农民工的平均教育水平的提高，他们对社会环境的认识变得

更深刻，幸福度会随之显著下降（李丹丹，2017）。

除了农村流向城市的单程迁移之外，从城市再返回农村的双程迁移已成为中国的一个重要

现象（张世勇，2013）。返乡农民工的工作状态与心理状态都颇值得关注。返乡农民工的就业情况

既受个人能力、迁移经历的影响，也受生活所处环境的影响（马芒等，2012；魏凤和薛会会，2013）。

有一些成功人士可以返乡创业，对乡村经济有重大影响，但这类人的比例不高（张秀娥等，2012）。

大多数返乡农民工都必须经历一个不短的阶段，才可能重新适应乡村的工作与生活（卢云龙子

和张世勇，2016）。

返乡农民工经历从农村到城市、再从城市到农村的双程迁移，甚至多次迁移，过程十分复

杂。正是由于个体的迁移经历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追踪性数据较难获取，也因此很难比较个

体在不同迁移阶段幸福度的变化。在本文研究中，我们寻找和匹配尽可能有相似特征的返乡者

和留守者，将两者在幸福度上进行对比，以此评估迁移经历对个体幸福度的影响。与此同时，考

虑到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我们采用工具变量的方法来进行控制。此外，我们也将从理论机制上对

原因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二）理论基础：相对剥夺与参照点。相对剥夺理论和参照点理论有助于我们剖析返乡农民

工幸福度评价背后的理论机制。相对剥夺理论最早由美国学者斯托弗提出，其后经默顿发展，成

为一种关于群体行为的经典理论（Stouffer，1949；Merton，1957）。该理论认为，当人们将自己的处

境与某种标准或某种参照物相比较而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时，会产生不同程度的被剥夺感，这种

感觉会产生消极情绪，经常表现为愤怒、怨恨或不满。简单而言，相对剥夺是一种主观感觉，这感

觉是我们有权享有但并不拥有。这种相对剥夺的感觉会严重影响个体对生命质量的自我评价，

也就是个体的幸福度。一般来讲，相对剥夺具备四个前提：该个体不拥有 X；该个体知道其他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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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拥有 X；该个体想要获得 X；该个体相信获得 X 是现实的。例如个人在城市里生活一段时间，

返乡后意识到自己不再享有城市生活的一些便利，就可能产生相对剥夺感。

参照点理论是行为经济学和幸福研究中的重要基础理论（Kahneman 和 Tversky，1979；Kahneman，

1999）。Kahneman 等认为，个人幸福度不仅与传统理论强调的收入水平相关，还与认知中选择的

社会参照点有联系。这些观点已为一些幸福度的实证研究所证实（McBride，2010；雷卫，2016）。

但是，个人选择所处社会中的参照点来评估自身的幸福度，在稳定社会中反而不容易观察。

个体迁移的时候，社会参照点发生变动，这就给研究者提供了良好的观察机会。我们认为，个体

在选择社会参照点的时候，往往具有不对称性。在农村向城市的流动过程中，考虑到城市收入、

环境、生活方式、价值观等因素，农民工比较容易将经济更发达、生活水平更高的城市社群作为

新的社会参照点。而在从城里返回乡村之后，返乡农民工可能会同时被两个参照点影响：城市参

照点和农村参照点。当以较高的城市为参照点时，由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参照点的落差，返乡农

民工的“相对剥夺”感更强，也因此可能表现出更低的幸福度。只要这样一种不平等存在，社会

中的其他成员的优越性不改变，“相对剥夺”感就不会消失。当以较低的农村为参照点时，返乡

农民工可能会有一定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可能来自城市打工经历所积累的更多的物质财

富，也可能来自城市生活经历而带来的更丰富的经验和更开阔的视野。由于可能同时存在这两

种心理效应，孰强孰弱，需要用实证数据来进行验证。

相比较而言，农村留守者的社会参照点相对简单一些。一方面，由于长期生活在同一个环境

下，接触社群变化很小，留守者更有可能和他们的过去相比。另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

外出打工和返回农村，留守者也不可能避免与他们产生对比。因此，对留守者来说，也有可能存

在两个参照点，一个是与他们的过去对比。由于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经济发展的突飞猛进，农村留

守者也享有了农村经济发展的果实，从这个角度讲，与过去对比，更有可能提升幸福度；然而，留

守者也会与外出务工者和农村返乡者对比。由于外出务工者和返乡者可能会积累更多的物质财

富和其他资本，留守者也可能从这样的对比中产生落差，进而产生“相对剥夺感”。这两种心理

状态也可能同时发生作用。为此，我们也需要实证数据来加以验证。

三、数据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数据来源于北京师范大学 2013 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项目（CHIPS2013）的农村住户数

据。CHIPS2013 的样本来自国家统计局 2013 年城乡一体化常规住户调查大样本库。后者覆盖全

部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 16 万户居民。CHIPS 项目组按照东、中、西分层，根据系统抽样方法抽

取得到样本。样本覆盖了从 15 个省份 126 城市 234 个县区抽选出的 18 948 个住户样本和

64 777 个个体样本，其中包括 7 175 户城镇住户样本、11 013 户农村住户样本和 760 户外出务工

住户样本。

我们主要关注农村住户的个体样本，共有 39 065 人。我们将样本进一步锁定于回答问卷的

群体，即汇报了幸福度的人群，总共得到 10 190 人的个体样本，汇报者以家庭户主及其配偶为

主。在原始数据中，幸福度是以一个赋值 1 到 6 的指标，其中 1 为非常幸福，2 为比较幸福，3 为一

般，4 为不太幸福，5 为很不幸福，6 为不知道。我们关注于那些清楚回答幸福度水平的样本，将回

答“不知道”的样本进一步剔除。实际操作中，我们依照研究惯例将数据中个体幸福度进行倒序

排列，将 1 重定义为很不幸福，5 重定义为非常幸福。此外，我们还将样本限定于 18−70 岁有劳动

能力的人群，①去掉有变量缺失值的观测值，最终得到的样本数量为 8 346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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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外出返乡的定义，我们将外出返乡农民工界定为在回答问卷时身处农村老家，且于

2013 年和之前有过外出务工经历者。留守者则为 2013 年和之前都从未离开农村老家外出务工

的人。根据定义，我们得到一个包括 1 855 个返乡农民工和 6 491 个留守者的数据集。

表 1 对比显示了返乡农民工和留守者

在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区域特征、幸福度

等方面的差异。结果显示，相比于留守者，

从个体特征上看，返乡农民工的平均年龄

较小，男性比重较大，受教育年份较高，健

康状况更好，党员比重较小。返乡农民工与

留守者在家庭年消费上存在差异，但差异

并不大。此外，与许多研究一致，返乡农民

工家庭的土地数量要略少于留守者，尽管

并不显著。此外，在我们的样本中，留守者

比返乡农民工更多地分布在沿海地区，也

就是说沿海地区有外出务工经历者的人群

比重较小，这与现实情况相吻合。

从表 1 中，我们还可以观察到留守者和返乡农民工的幸福度差异。留守者的幸福度平均值

为 3.60，而外出返乡农民工的幸福度平均值 3.53，两者存在显著差异。为进一步揭示留守者和返

乡农民工的幸福度差异，我们又研究了留守者、返乡农民工和总体样本下不同幸福度的具体分

布，见表 2 所示。

由表 2 可见，留守者中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要明显高于返乡农民工，前者为 12.5%，后者

9.6%；在回答“幸福”的比例上，留守者也略高于返乡农民工。此外，回答“不幸福”的返乡农民工

比重要大于留守者，尽管在回答“一般”的情况下，返乡农民工比例高于留守者。

四、实证结果

（一）实证模型。实证模型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分别使用 OLS 模型、有序 Probit 模型和二

元 Probit 模型估计外出务工和返乡者对个人幸福水平的影响。二是由于存在潜在的内生性问

题，我们将采用倾向性得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和工具变量方法来进行处理。为

研究外出务工返乡对个人幸福水平的影响，我们提出的基本 OLS 实证分析模型为：

yi = β0+β1Outi+β2Xi+εi （1）

其中：yi 是因变量，表示个人主观感知的幸福水平，以个人口头汇报的 1 到 5 之间的幸福水平来

表 1    统计性描述

留守者（均值） 返乡农民工（均值） 均值之差

幸福度（1−5） 3.60 3.53 0.07***

年龄（年） 49.41 44.26 5.15***

男性（=1） 0.61 0.80 −0.19***

已婚（=1） 0.92 0.91 0.01*

教育年限（年） 7.15 7.86 −0.71***

健康良好（=1） 0.91 0.96 −0.05***

非党员（=1） 0.90 0.92 −0.02***

家庭年消费（元） 26 786 26 532 254

家庭土地（亩） 6.43 6.07 0.36

沿海地区（=1） 0.31 0.25 0.06***

样本数 6,491 1,855 8,346

表 2    农村居民幸福度调查结果分布

留守者 返乡农民工 总样本

样本数 比例（%） 样本数 比例（%） 样本数 比例（%）

非常不幸福 82 1.3 21 1.1 103 1.2

不幸福 380 5.9 118 6.4 498 6.0

一般 2 411 37.1 747 40.3 3 158 37.8

幸福 2 805 43.2 791 42.6 3 596 43.1

非常幸福 813 12.5 178 9.6 991 11.9

合计 6 491 100 1 855 100 8 34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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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模型重点研究的自变量 Outi 是一个二元变量，取值为 1 表明个体曾外出务工，属于返乡农

民工；取值为 0 表示个体从未外出务工，属于留守者。与此同时，我们也考虑了其他可能影响一

个人幸福度的潜在因素 Xi，如个人因素（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教育、健康、党员身份等）、家庭因

素（土地数量、家庭消费）和区域因素（是否为沿海地区），将其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模型。

由于幸福度不仅可以从基数维度探讨，也可以从序数维度探讨，因此，我们也使用有序

Probit 模型进行估计。在我们调查问卷中，可观测到的幸福度 yi 的取值范围是 1 到 5，表示从低

到高的幸福度水平，因此适合作为 Ordered Probit 模型的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其模型可表示为：

yi
∗ = β0+β1Outi+β2Xi+εi （2）

yi = m 如果τm≤yi
∗ < τm+1, m = 1至5 （3）

其中：Outi 表示外出返乡与否，Xi 是相关控制变量，yi
*是 yi 所对应的不可观测的潜变量。m 为幸福

度 1 至 5 的 5 个等级。τm 为估计截距项，εi 为误差项。此外，由于样本的平均幸福度为 3.58，显著

地偏向较为幸福的一侧，所以我们希望重点讨论非常幸福（11.8%）以及幸福或非常幸福（55%）的

人群。我们接着采用两种标准，把样本群体分为两类，用二元 Probit 模型加以检验。第一种标准

（模型 1），我们设定非常幸福者为 1，其他为 0；在第二种标准（模型 2），我们设定非常幸福和幸福

者为 1，其他为 0。

由于个人是否曾出外打工并非随机分配或外生决定，外出务工者群体有可能在个体特征上

具有自我选择性。一些观测到和未观测到的因素可能既是决定个体是否出外打工的重要原因，

又会影响到个体的幸福水平。与此同时，也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即幸福度差异可能也会反过

来影响个体的外出返乡决策。如果不对以上问题加以控制，结果可能会有偏误。因此，为了尽可

能地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尝试采用倾向性得分匹配法和工具变量法来处理，从而无偏

地估计返乡对个人幸福水平的影响。

倾向性得分匹配法的基本思想是，用尽量相似的控制组和对照组加以比较，从而减少估计

偏误。与传统的单一维度配对方法不同，倾向性得分匹配方法可以将多个维度的信息浓缩成一

个得分因子，然后再加以匹配。在本文中，我们同样从多个维度将出外务过工的返乡农民工个体

和与其特征相似然未曾外出务工的留守者个体加以匹配，从而得出外出务工经历对主观幸福水

平的净影响。

我们需要先计算出每个个体成为返乡农民工的条件概率，即倾向性得分（Propensity Scores）。

根据 Rosenbaum 和 Rubin（1983）的定义，倾向性得分被定义为：在给定样本特征 z 的情况下，个体

进入实验组的条件概率，可以表达如下：

p (z) = Pr[Outi = 1|z] = E[Outi|z] （4）

其中：z 为一系列影响个体是否曾外出务工的因素，p 为个体曾外出务工的概率，即倾向性得分。

在现实中，倾向性得分往往不可观测，所以要用 Probit 或 Logit 二元概率模型进行估计。按照惯

例，本文先采用 Probit 函数计算每个人的倾向性得分，并以此函数作为后续匹配基础。

尽管用倾向性得分匹配法可以尽可能找到特征相似的控制组和对照组，然而一些不可观测

因素依然无法得到有效的控制，因此我们进一步采用工具变量法来进行检验。我们使用本县区

域内返乡者所占比重为工具变量。正如 Taylor 等（2003）指出，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在个人迁移

决策中会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在一个有外出打工传统的社群中，城市里潜在的工作机会或生

活成本等信息会广泛传播，较容易被获知，从而极大地降低了外出打工者的搜寻成本，同时也降

低了他们寻找工作的不确定性（Massey，1990；Wahba 和 Zenou，2009；Piracha 和 Vadean，2010）。同

样地，我们认为家乡的社会网络也对返乡者的决策具有重要影响。返乡者外出与否、返乡与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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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都与他们所处的社群直接相关。在 Démurger 和 Xu（2011）的研究中，将村庄中外出务工和返

乡者占总人口中的比例，作为识别返乡决策的工具变量。借鉴以上文献，本文将本县外出打工并

返乡的人口占总适龄农村常住人口的比例作为工具变量。

（二）忽略个体特征差异的回归结果。首先，我们对个人幸福度作 OLS 回归，结果如表 3 第

1 列所示。总体而言，外出返乡对主观幸福表现出显著的负面效应。我们进一步用有序 Probit 模

型回归，其所得边际效应的估计结果显示（见表 3），成为返乡农民工，使其感到“非常不幸福”、

“不幸福”和“一般”的概率分别约上升了 0.2%，0.7% 和 1.7%，使其感到“幸福”和“非常幸福”的

概率分别约降低了 1.2% 和 1.3%。也就是说，返乡经历很明确地增加了陷入不幸福的概率，降低

了幸福的可能性。

我们进一步用二元 Probit 模型加以检验。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其中模型 1 中非常幸福者

为 1，其他为 0；模型 2 中非常幸福和幸福者为 1，其他为 0。结果显示，无论我们采用哪一种标准，

返乡经历都与幸福水平的变动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这就意味着，总体而言，外出打工返乡的经

历显著降低了个体变得更幸福的可能性。我们在回归中控制了几乎所有可能影响幸福度的变

量，但仍然无法排除样本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因此，下一步将采用倾向性得分匹配方法和工

具变量法来进一步检验。

表 3    返乡经历与个人幸福水平：OLS 估计系数和有序 Probit 边际效应

OLS
有序 Probit

很不幸福 不幸福 一般 幸福 非常幸福

返乡农民工（=1） −0.047**（0.031） 0.002**（0.030） 0.007**（0.027） 0.017**（0.027） −0.012**（0.027） −0.013**（0.027）

年龄（年） −0.018***（0.001） 0.001***（0.003） 0.002***（0.002） 0.006***（0.002） −0.005***（0.002） −0.005***（0.002）

年龄的平方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男性（=1） −0.083***（0.000） 0.003***（0.000） 0.012***（0.000） 0.029***（0.000） −0.022***（0.000） −0.022***（0.000）

已婚（=1） 0.381***（0.000） −0.015***（0.000） −0.050***（0.000） −0.125***（0.000） 0.094***（0.000） 0.096***（0.000）

教育年限（年） 0.025***（0.000） −0.001***（0.000） −0.003***（0.000） −0.008***（0.000） 0.006***（0.000） 0.006***（0.000）

健康良好（=1） 0.399***（0.000） −0.015***（0.000） −0.052***（0.000） −0.130***（0.000） 0.098***（0.000） 0.998***（0.000）

非党员（=1） −0.156***（0.000） 0.006***（0.000） 0.022***（0.000） 0.055***（0.000） −0.041***（0.000） −0.042***（0.000）

家庭年消费（元）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家庭土地数量（亩） 0.006***（0.000） −0.000（0.000） −0.001（0.000） −0.002（0.000） 0.001（0.000） 0.002（0.000）

沿海地区（=1） 0.099***（0.000） −0.004（0.000） −0.014（0.000） −0.034（0.000） 0.026（0.000） 0.026（0.000）

样本量 8 346

对数似然值 −9 781.2

　　注：表 3 的 Probit 模型显示边际效应；括号内为 p 值，*p<0.1、**p<0.05 和***p<0.01 分别代表显著性水平。下表同。

表 4    返乡经历与个人幸福水平：二元 Probit 边际效应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边际效应 P 值 边际效应 P 值

返乡农民工（=1） −0.016*
0.054 −0.028**

0.047

年龄（年） −0.002 0.398 −0.009**
0.016

年龄的平方 0.000 0.217 0.000***
0.002

男性（=1） −0.044***
0.000 −0.023*

0.063

已婚（=1） 0.054***
0.000 0.191***

0.000

教育年限（年） 0.006***
0.000 0.013***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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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倾向性得分匹配结果。我们用一个 Probit 模型来构造外出打工的倾向性得分函数，然

后据此进行匹配。Probit 估计结果如表 5 所示，其中模型 2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控制了地区差异。

结果显示，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区域因素都会对个人是否做出外出务工决策产生显著影响。因

此，我们将个人因素（年龄、性别、教育水平、健康程度、婚姻状况、党员身份）、家庭因素（家庭消费

水平、土地数量）和区域因素（沿海地区）（模型 2）作为倾向性得分匹配的依据。根据前文讨论过

的方法，计算每个个体的倾向性得分。依据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将所有观察个体分为两组，然后

根据倾向性得分对有外出务工经历的个体和无外出务工经历的个体进行匹配比较。

匹 配 前 的 倾 向 性 得 分 的 分 布 如 图 1 所

示。我们可以看到，匹配之前，留守者（控制

组 ） 的 倾 向 性 得 分 值 的 最 高 频 率 出 现 在

0.15 左右，严重向左偏移。而返乡农民工（处

理组）的最高频率值出现在 0.32 左右，没有显

著偏移。所以总体来看，返乡农民工（处理组）

的倾向性得分的分布与留守者（控制组）有显

著差异。两者在这个问题上的倾向性得分分

 

续表 4    返乡经历与个人幸福水平：二元 Probit 边际效应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边际效应 P 值 边际效应 P 值

健康良好（=1） 0.040***
0.001 0.178***

0.000

非党员（=1） −0.041***
0.003 −0.097***

0.000

家庭年消费（元） 0.000***
0.000 0.000***

0.000

家庭土地数量（亩） 0.002***
0.000 0.003***

0.000

沿海地区（=1） 0.030***
0.000 0.047***

0.000

样本量 8 346 8 346

对数似然值 −2 954.7 −5 558.5

表 5    Probit 倾向得分函数

模型 1 模型 2

估计系数 P 值 估计系数 P 值

年龄 0.025**
0.016 0.025**

0.018

年龄的平方 −0.001***
0.000 −0.001***

0.000

男性（=1） 0.696***
0.000 0.705***

0.000

已婚（=1） −0.037 0.550 −0.040 0.522

教育年限（年） 0.012*
0.086 0.017**

0.014

健康良好（=1） 0.189***
0.006 0.218***

0.002

非党员（=1） 0.214***
0.000 0.220***

0.000

家庭年消费 −0.000**
0.012 −0.000#

0.138

家庭土地数量 −0.007***
0.000 −0.009***

0.000

沿海地区（=1） −0.221***
0.000

常数项 −1.376***
0.000 −1.418***

0.000

样本量 8 346 8 346

对数似然值 −4 043.0 −4 025.4

留守者 返乡者

倾向得分

6

4

2

0

密
度

0 0.2 0.4 0.6 0 0.60.40.2

密度 核密度

图 1    匹配之前的倾向得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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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不同，说明两组样本在对外出的决策机制上有所不同，直接加以比较的确会产生个体特征差

异问题。

接下来，我们根据倾向性得分，使用最常用的最近邻匹配方法加以匹配，匹配结果如表 6 所

示。匹配之后，留守者（控制组）只保留与返乡农民工人群（处理组）倾向性得分最为近似的样本，

删除没有匹配成功的样本。

表 6 清楚地表明，进行匹配之后，两组的分布变得较为类似，绝大多数返乡农民工样本（处理

组）找到了可以匹配的留守者样本（控制组）。我们可以认为，匹配结果明显修正了外出务工经历

的倾向性得分偏差，即控制了个体特征差异，从而使样本变得更适于比较。

（四）平均处理效果。倾向性得分匹配以后，我们就可以估计外出务工这个事件对主观幸福

水平的平均处置效果。为了保证检验结果的稳健性与一致性，下面我们采用最近邻匹配法加以

匹配，并以半径匹配法和核匹配法进行检验。

我们分别计算匹配前与匹配后、返乡农民工人群（处理组）与留守者人群（控制组）的平均主

观幸福水平，并计算出两组之间的差异。匹配之后两组间的平均幸福水平差异用 ATT 表示，就是

我们关注的外出务工对主观幸福水平的影响。外出务工的影响结果如表 7 所示。

从总体样本看，当被解释变量为主观幸福水平时，最近邻匹配法所估算的 ATT 值变动到

−0.055，在 p=0.10 的概率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成为返乡农民工会显著地降低个体的主观幸福水

平，在匹配消除个体特征差异后仍然稳定。ATT 值小于未匹配时参与组与控制组的差异，这进一

步说明了假如没有考虑外出务工的个体特征差异，我们一定会低估外出务工对主观幸福水平的

负作用。在这种环境下，倾向性得分匹配方法显得非常必要。

表 6    变量误差的消减

变量名 匹配结果
均值

标准误差（%） 误差消减（%）
t-test

处理组 控制组 t p>t

年龄
未匹配 44.259 49.407 −48.3

94.8
−18.19 0.000

匹配 44.259 44.527 −2.5 −0.79 .431

年龄的平方
未匹配 2 069.1 2 558.1 −49.6

96.5
−18.31 0.000

匹配 2 069.1 2 086.2 −1.7 −0.57 0.569

男性（=1）
未匹配 0.801 0.611 42.5

100.0
15.31 0.000

匹配 0.801 0.801 0.0 −0.00 1.000

已婚（=1）
未匹配 0.910 0.922 −4.5

34.7
−1.73 0.084

匹配 0.910 0.918 −2.9 −0.88 0.380

教育年限
未匹配 7.862 7.148 27.0

93.4
9.84 0.000

匹配 7.862 7.815 1.8 0.56 0.576

健康良好（=1）
未匹配 0.955 0.914 16.7

71.2
5.89 0.000

匹配 0.955 0.967 −4.8 −1.87 0.062

非党员（=1）
未匹配 0.923 0.899 8.6

84.5
3.15 0.002

匹配 0.923 0.927 −1.3 −0.44 0.662

家庭年消费
未匹配 0.265 0.267 −1.2

58.6
−0.43 0.668

匹配 0.265 0.264 0.5 0.16 0.870

家庭土地数量
未匹配 6.067 6.432 −4.2

23.5
−1.52 0.127

匹配 6.067 6.346 −3.2 −1.00 0.318

沿海地区（=1）
未匹配 0.247 0.309 −13.8

80.8
−5.15 0.000

匹配 0.247 0.235 2.7 0.84 0.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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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考察以上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一致性，本文继续使用两种不同的匹配方法进行检验。

除了最近邻匹配法，我们还利用核匹配法和半径匹配法对总体样本的 ATT 值进行估计，结果如

表 7 所示。由表 7 可见，采用核匹配法和半径匹配法估算的结果与采用最近邻匹配法的结果基

本一致，这意味着通过倾向性得分匹配，有外出务工经历的返乡农民工确实显示出较低的主观

幸福水平。

总体而言，经过倾向性得分匹配，留守者的幸福水平仍然显著高于返乡农民工。这就说明，

虽然迁移和返乡的目的都是为了追求更为幸福的生活，然而结果则与之相反。中国农村地区劳

动力外出务工并返乡后，与从未外出务工过的留守者相比，往往显得更不幸福。有过出外务工经

历且最终返乡，这个过程最终降低了个人的主观幸福水平。

（五）内生性及工具变量。个体的幸福度和返乡经历之间可能存在复杂的内生性问题。首

先，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个体的幸福度可能会反过来影响迁移决策。比如由于主观感受不幸

福，可能导致个体更容易选择外出和返乡。其次，可能存在同时影响幸福度和迁移决策的可观测

和不可观测的因素。以上倾向性得分匹配方法尽可能地控制了影响控制组和对照组的可观测到

的因素，然而不可观测因素也可能潜在地对估计结果产生影响。为此，我们进一步采用工具变量

方法进行处理。

表 8 汇报了使用本县返乡者比重作为工具

变量的第一阶段的估计结果。第一阶段回归结

果的 F 统计量排除了弱工具变量的可能性。回

归结果表明，作为工具变量的本县返乡者比重

和本县个体是否为返乡者显著相关，即本县人

口中返乡者比重越高，则该县个体成员成为返

乡者的可能性越大。

表 9 呈现了使用同样的样本，工具变量法

所 估 计 出 来 的 第 二 阶 段 的 系 数 ， 并 和 表 3 的

OLS 结果一起进行对比展现。结果显示，在使用

工具变量回归后，外出返乡经历对幸福度依然

具有显著的负作用。对比无工具变量和有工具

变量的估计结果，我们发现变量返乡农民工的

表 7    基于各匹配方法的 ATT

被解释变量 组别 处理组 控制组 平均处理效果 ATT 标准误差 t 值

最近邻匹配法（n=3）

主观幸福水平 匹配前 3.532 3.599
−0.055* 0.021 −3.09

匹配后 3.532 3.587 0.025 −2.21

核匹配法

主观幸福水平 匹配前 3.532 3.599
−0.047*** 0.022 −3.09

匹配后 3.532 3.579 0.023 −2.09

半径匹配法

主观幸福水平 匹配前 3.532 3.599
−0.067*** 0.022 −3.09

匹配后 3.532 3.599 0.020 −3.37
　　注：匹配后的控制组只保留匹配成功的样本；控制组与参与组之间的差别（ATT 值）服从 t 分布；*p<0.1、**p<0.05 和***p<0.01 分别

代表 t 检验的显著性水平，即 ATT 值是否显著；标准误差采用 Bootstrap 估计，重复抽样次数为 100。表 10 同。

表 8    第一阶段回归估计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本县返乡者比重 0.974***
0.033

年龄（年） 0.003 0.003

年龄的平方 −0.000***
0.000

男性（=1） 0.173***
0.009

已婚（=1） −0.009 0.016

教育年限（年） 0.005***
0.002

健康良好（=1） 0.059***
0.016

非党员（=1） 0.063***
0.146

家庭年消费（元） −0.000 0.000

家庭土地数量（亩） −0.002***
0.000

沿海地区（=1） −0.010 0.010

样本量 8 346

F 统计量 87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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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系数比没有进行内生性处理之前要大。这表明，如果不进行内生性处理的话，我们得到的估

计结果偏小，会低估外出返乡经历对返乡者幸福度的影响。

五、时效性检验

考虑到外出和返乡在短期内的冲击效应，

排除外出务工返乡对幸福度的影响是否是由于

短期冲击所带来的，我们采用缩小样本的方式，

进一步检验原先结果的稳健性。我们首先将研

究的返乡农民工的样本继续缩小到距离第一次

外出时间超过 3 年的返乡农民工。即排除新近

3 年内第一次外出务工并返乡的群体。在检验

中，我们仍将同时采用三种不同的匹配方式以保证结果的一致性。缩小样本后的比较结果如

表 10 所示。表 10 说明，在缩小样本并加以倾向性得分匹配之后，留守者的幸福水平仍然显著高

于返乡农民工，与我们初始选用样本所得的结果一致。这就意味着，排除短时间环境改变而导致

的暂时性冲击的影响，且经过倾向性得分匹配消除了个体特征差异后，留守者的幸福水平仍然

高于返乡农民工的幸福水平。外出务工返乡对人的幸福度的影响，是一个长期作用的过程，不会

随着时间延续而消失。

因此，无论我们用什么标准来界定返乡农民工，幸福水平差异都显著存在。由于我们对比的

两类人群无论是从个体特征、家庭特征还是区域特征等方面都不存在明显差异。因此，我们根据

实证结果认为，关于返乡农民工有较低的幸福度的解释理论是，曾经外出务工的经历会调高个

体的社会参照点，从而使个体产生了相对剥夺感，想追求更好环境而又不能，最终对个体对自我

生命质量的评价造成了不利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长期存在，即使经过很多年，仍会对个体的幸

福度造成不利的影响。

六、结　论

本文利用 2013 年中国住户收入调查（CHIPS2013）的农村住户问卷调查数据，研究了农村地

区有外出经历的返乡农民工和无外出经历的留守者的幸福度差异。我们利用倾向性得分匹配方

法控制样本的自我选择性以排除个体特征差异的影响，对两类人群加以对比。结果显示，在排除

表 9    返乡经历与个人幸福水平：内生性处理前后

变量 OLS IV

返乡农民工（=1） −0.047**（0.031） −0.210***（0.003）

年龄（年） −0.018***（0.001） −0.018***（0.002）

年龄的平方 0.000***（0.000） 0.000***（0.000）

男性（=1） −0.083***（0.000） −0.053**（0.023）

已婚（=1） 0.381***（0.000） 0.378***（0.000）

教育年限（年） 0.025***（0.000） 0.025***（0.000）

健康良好（=1） 0.399***（0.000） 0.408***（0.000）

非党员（=1） −0.156***（0.000） −0.146***（0.000）

家庭年消费（元） 0.000***（0.000） 0.000***（0.000）

家庭土地数量（亩） 0.006***（0.000） 0.005***（0.000）

沿海地区（=1） 0.099***（0.000） 0.090***（0.000）

样本量 8 346 8 346

表 10    缩小返乡农民工样本比较

超过三年返乡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水平

ATT 标准差

最近邻匹配法 −0.056**
0.028

核匹配法 −0.082***
0.022

半径匹配法 −0.060***
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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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特征差异因素干扰之下，返乡农民工的幸福度显著低于留守者。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使

用工具变量方法，在对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以后，结果始终一致。总之，实证结果显示，返乡农民

工成为不幸福人群的可能性显著增加，而成为幸福人群的可能性显著降低，这意味着外出返乡

经历对农村居民的幸福度具有负面影响。此外，我们的研究也表明，这种负面影响有一定的可持

续性，能对个体生活产生长远的影响。

我们认为，农村地区的返乡农民工的幸福度更容易受到城市这个社会高参照点的影响。尽

管以农村为参照点，返乡农民工可能会有一定的优越感，但是城市生活经历所形成的城市参照

点对其影响更大，“相对剥夺感”的影响较大，因而会显著地拉低个体对自我生活的幸福评价。

与留守者相比，返乡农民工对生命质量的自我评价不再是简单地参照来源地农村居民的生活，

而会对比城市生活，包括其在城市工作的收入、工作、城市环境、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等一系列与

城市务工经历相关的因素，从而产生落差和不适应。

农村留守者由于长期生活在同一个环境下，由于无外出务工经历，在评价自身生命质量时，

更多的是对比自己的过去和现在，不容易在内心产生落差和不适应。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广

大农村地区获得了引人瞩目的经济发展，留守者也能够享受到整体经济增长带来的进步和发展

果实。对比过去和现在，留守者对目前生命质量有较高评价就变得很自然了。外出务工经历改

变了农村地区返乡农民工和留守者两类人群的幸福度的影响机制，这可能是中国转型期城乡二

元分割大背景下的一种特殊现象。在已有迁移与幸福度研究中，绝大多数学者所关注的是一种

从农村到城市、从落后地区到发达地区的单向迁移，即俗话说的“人往高处走”（Knight 和 Gunatilaka，

2010；Akay 等，2012；Jiang 等，2012；李丹丹，2017）。但是，返乡农民工经历的是双向迁移，既经历

了从落后的农村到发达的城市，又经历了从发达的城市返回到落后的农村。复杂的生活经历也

会使他们的幸福度受多种因素和参照点的影响。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外出务工的城市社会参

照点似乎给他们留下了深深烙印，也影响了他们返乡后对自我生活的认识和评价。从这个意义

上讲，本文的研究结论拓展了 Simpson（2013）关于迁移与幸福度的主流观点。

关注返乡农民工的福祉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课题。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返乡，尤其是在

当前大城市不断提高门槛、低端劳动力较难市民化的大背景下，有关农村地区如何更好地重新

吸纳返乡农民工成为了重要而紧迫的课题。许多研究都表明，回流农民工由于在城市积累的物

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结果可能使他们更具备农业经营革新的条件和认知，应充分发挥该回流群

体的这些优势，积极扶持他们逐渐成长为合格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尹虹潘和刘渝琳，2016）。对

如何提升返乡农民工的福祉，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人力资本的作用，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应大力发展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公共服务和相应的社会保障，缩小乡村与

城市之间多方面的差距。正如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应加快推进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建立健

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城乡发展差距是返乡农民工“相对剥夺感”产生的重要

原因之一。如果返乡农民工即便回到农村地区，也能体验到与城市一样的基础设施以及在医疗、

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的配套服务，还有更好的住房条件和生活环境（谭清香和张斌，2015），那么他

们的心理落差和“相对剥夺感”就会降低，福祉可以提升。第二，应为返乡农民工提供多方位的

再就业机会，并且支持他们自主创业。农民工返乡后感到不幸福，主要是城乡差异所导致，而城

乡差异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就业机会和就业环境的差异。农民工在城市积累的特殊工作技能很多

时候无法在农村得到有效发挥，劳动力价值就有可能因此被低估。所以，政府应适当考虑为返乡

农民工提供再就业机会，使他们在老家也能找到与人力资本尽可能相匹配的工作机会，或者有

更多的创业机会，能够更好地发挥他们在城市积累的人力资本的作用。第三，应为返乡农民工提

供必要的心理咨询和心理辅导，帮助他们尽快转变观念，适应环境。返乡农民工多是从小在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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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长大，由于他们离开的这些年里，家乡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个人心理也已经发生了很大变

化，两者可能不再相配。返乡农民工不仅需要在工作上适应新环境，还需要在心理上适应新生

活。政府应该提供适当的心理支持，帮助他们更幸福地投入到生活和工作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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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Happiness of Return Migrants in
China: The Potential Effect of Migration Experiences

Xu Hui1,  Liang Jie2,  Lai Desheng1

(1.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 200433，China)

Summary:  With the large-scale rural labor exodus since the mid-1980s，the number of return migrants

has been increasing in recent years. Prior studies mostly focus on the happiness of one-way migration from

countryside to city. However，more and more migrant workers have returned to countryside from city

nowadays and they have experienced two-way migration. Their happiness is likely to be shaped by two social

reference points，both the countryside and the city. Based on the data collected by China Household Income

Survey Project（CHIPS2013）in 2013，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mpact of life experience of migration on the hap-

piness of rural residents by employing the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PSM）and instrumental variable

to control the endogeneity. 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First，compared with the rural stayers who have

never migrated，migration experience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happiness of return migrants. Second，com-

pared with the rural stayers，migrant workers are more likely to be influenced by urban environment as a new

reference point，therefore suffering from a stronger “relative deprivation”. As a consequence，they tend to have

a lower level of happiness. To improve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increasing scale of return migrants and

to effectively explore their accumulated human capital suggest a new concern for policy-makers.

Key words:  return migrants； happiness； reference point； relative deprivation （责任编辑  许　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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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ed with the existing literature，this study verifies the positive effect of failure experiences on self-

improvement and the negative impact on competition entry with others from a new perspective. It also

provides new insights into understanding the impact of winning and losing experiences on children’s sub-

sequent competitive behaviors.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is paper are consistent with many existing research

conclusions，except for gender differences. The gender differences of this study are different from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of Dutch students，which may be due to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This paper has certain implications for guiding children’s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children’s

growth，on the one hand，we must follow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oncept of victory and defeat，that is，“win-

ning without arrogance，and losing without discouragement”. On the other hand，we also need to balance chil-

dren’s success and failure experiences. The inspiring role of success experiences and the introspective role of

failure experiences allow children to learn to cope with victory and defeat in their experiences. In particular，

for rural children，we should use the incentive mechanism of winning experience to guide them in underpriv-

ileged circumstances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social interaction and social competition.

Key words:  success and failure； goal-setting； competition entry （责任编辑  许　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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